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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

郑桂林和第四十八路义勇军

　　
 

　　 何奉生 口述 苑耀辰 整理
 

　　 我原在沈阳一家商店里当账房先生，最恨日本鬼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日本军队在沈阳北门布上了

岗，凡出入城门者必须向日本兵行礼，稍有不周即被殴打，对此我更加仇恨。就在那一天下午，我和商店一个伙计推一

辆小车通过北门。当我看到许多过路的中国人向日本兵行礼而日本军人傲慢对待的神态时，一股复仇的火焰顿时升起，

没有踌躇，我将车子交由伙计推去，随手抽木棒向日本军头上打去，日军当场毙命。我也没回城里，逃回了家乡秋家窝

棚。
 

　　 这时适逢郑桂林、吴金铎由北平出关组织义勇军抗日，我参加了义勇军，担任二十一旅旅副。后又在十七统带部当

参谋。因事过二十多年，多已遗忘。现仅就所能记起的四十八路义勇军情况记述如下：
 

　　 （一）第二十一旅的成立
 

　　 “九?一八”之后，东北军奉命撤到关里。但是许多东北军的将士不甘心东北的沦亡，纷纷出关组织义勇军。原东

北军第三旅六三七团上尉副官郑桂林和十七连连长吴金铎，于1931年冬天带领一百多人由北平来到绥中大风口。这一

百多人都是原东北军的士兵，他们没有枪，每人只带几个手榴弹。
 

　　 不久，郑桂林带了二十多人到瓮泉山一带活动，组织义勇军。此地有一个地主叫白祥林，有些民族感，交游甚广，

自有手枪一支。郑桂林首先找到他，向他谈了来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白满口答应，并表示愿意出头联络各方人

士。次日白祥林找到了我，又找到了薛永林（二道沟薛家屯）、窦海山（汤口）、李秉钧（二道沟李屯），这些人除我

是中农外，都是贫农，都具有民族气节，爱国热诚，并在当地富有声望。白祥林传达了郑桂林的意思，我们都同意。于

是约定在李秉钧家里开会，会上郑桂林首先开宗明义，他说：“张学良听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让抵抗，眼看着日本军队

占了东北，到处奸淫掳掠，抢劫烧杀，如果我们还等待蒋介石抗日，那亡国奴就当定了，当今之计，只有靠我们自己，

我们拿起枪来团结一心，定可以打走鬼子…….”他讲时热泪盈眶，感情真挚，我们也都为之凄然。当时大家一致表示，

死活起来干，不当亡国奴。接着他问我们能拉起多少人，有多少支枪。我们说初步能组织二百人，二百支枪。他说这样

就给你们一个番号，称为第二十一旅。接着又研究了人选，最后确定旅长白祥林，旅副何奉生。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

长窦海山，第二团团长李秉钧。
 

　　 第四十八路司令郑桂林，统带吴金铎。除了直属统带部（一百多人）外，其下有若干旅，十七旅、十九旅、二十一

旅等先后成立。但到底有几个旅，多少人，我也不清楚。

　　（二）首战告捷士气高涨
 

　　 那次会议之后，我二十一旅的几个团长即分头去组织队伍。郑桂林又去了一趟北平，回来已是1932年1月，他告诉

我们说；“为了提高群众抗日信心，给新加入的士兵作出榜样，必须打一次胜仗，给大家看看。”
 

　　 3月间，郑桂林亲自率领统带部的一百多名骨干，去攻打前卫车站。这一百多人都是郑由北平带来的东北军旧部，

富有作战能力。夜里，他们奔赴前卫车站，用手榴弹炸毁了站房，打死了七个鬼子，缴获五支步枪之后，当夜返回了大

风口。
 

　　 4月间，日军企图报复，由绥中出动二百多人，窜进四方台，为郑桂林探知。郑又率一百人夜袭四方台。当他们进

入四方台时，日军全然不知，他们仍然靠手榴弹炸死了日本鬼子许多人，掳二十多人，缴获步枪十余支，又连夜返回大

风口。经此两仗之后，士气大振。老百姓也更加有了信心，老百姓都称郑桂林为郑司令。这时恰由北平来了二百多人，

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旧部，有的是爱国学生，这些人都编入统带部，至此统带部已有三百多人，有了十五支步枪。 我们

的二十一旅也在这时组织完成，按原计划招足了二百多人，二百多支枪。
 

　　 （三）出击兴城
 

　　 第二十一旅成立之后，没有正式打仗。旅长白祥林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多病，不能常与部队一起行动，一切实际工

作指挥权均落在团长窦海山手中。窦和土匪来往较密切，染了许多土匪习气。他在掌握了实权之后，常带领队伍抢劫百

姓。我身为旅副，对此颇为不满，常与他发生矛盾。吴金铎得知后，即将我调去统带部当参谋，从此我离开了二十一

旅。4月末，红庙子“伙会”二百余人，在马大架子率领下投奔义勇军。这时第四十八路已发展到七百多人，郑桂林决

定趁此高潮出击兴城。
 

　　 出发之前集合部队，郑桂林宣布了纪律，不准抢老百姓的东西，不准打骂百姓，并说明我们抗日就是为了百姓，要

爱护百姓，百姓才能拥护。最后他很决断地说；“违反军纪者一律枪决！”



 

　　 郑桂林穿兰布大褂，背一支匣枪。他身材不高，但粗壮，其貌不扬却果敢机智。他带领全部人马打算取道砬子山去

兴城，但当队伍到砬子山时，当地“伙会”却阻拦路口，不准通过。郑派人去交涉未成，当时因为枪口对向日寇，尽量

避免和“伙会”磨擦，就命令返回。第二天郑桂林写信给“伙会”头子唐占奎，晓以大义，说明团结抗日的宗旨，并派

人去交涉。最后唐才答应借路，条件是一宿之内必须通过，不许骚扰，不许吃饭。
 

　　 部队以快速行军，于一夜之间通过砬子山，进抵兴城北离城六十里的半皮山，准备在那儿吃早饭，并派人四出搞给

养，谁知出去的人，在二十里外某地和日军遭遇。郑闻枪响，即带领统带部三百人赶至，将日军一连人包围，一场激烈

的战斗展开了。郑原想消灭这股日军，但由于武器太差，抵不住日军的凶猛火力。有三十多人负了伤，十多人死亡，我

的腿部也被打穿。最后只好退下来集合全部人马拉回大风口。这时已到了端午节。所有伤员都运往北平，通过救国会送

至协和医院。郑桂林亦随伤员去北平，部队暂时休整。
 

　　 （四）四方台受挫
 

　　 郑桂林去北平，由抗日救国会领来四门炮、两挺机枪和一支自动步枪，取道柳江、石门寨回来（当时第八旅何柱国

部驻守山海关，不准我们通行）。群众情绪大振，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各地土匪“伙会”听说义勇军有了炮，也都纷

纷来归。土匪缪质彬、谢宝昌、田下侯、“伙会”头子唐占奎等都编为义勇军。人数发展到六千多，地盘扩大，打通了

绥中至兴城的道路。
 

　　 这种浩大的声势更加引起了日本人的不安，敌人千方百计想消灭我们。某日，我们驻防四方台一带，统带部的三百

多人驻石柱子西沟、姜家屯，另有两个连驻石柱子，驻地分散，为日军侦知。日军遂由前卫、前所、高岭分别出兵，向

我驻地包围过来。拂晓，我们两个岗哨被打死一个，俘虏一个。当时我们正分散各处睡觉，有的睡在屋檐下，有的睡在

马棚里，一听到枪响，都纷纷往西面山上跑。当时郑桂林不在，由吴金铎指挥，抢占高地进行还击，但因为火力弱，支

持不住，顶了半天时间，只好撤到永安堡。郑桂林闻讯后，即带领另一部分人前去增援，被日军阻于石河，便撤到沟口

一带。这一仗死伤二十多人，二十一旅参谋长黄某正在统带部联络工作，闻枪响后，骑马向外跑，被敌人将马打倒掳去

英勇就义。
 

　　 （五）攻打兴城车站
 

　　 部队受到这次挫折，并没有气馁，大家纷纷要求出击，为牺牲的兄弟报仇。这年冬天，经过侦察知道兴城车站住有

日军一小队，约二十余人，郑桂林和吴金铎决定把它干掉。
 

　　 郑桂林将二十一旅窦海山一团和红庙子马大架子一团留下，其余全部杀奔兴城车站。我们取道砬子山，仍然驻扎在

半皮山。入夜，郑、吴率三百人，悄悄摸到车站，活捉了两个岗哨，破除了周围的铁丝网，偷偷将日军驻地包围起来。

这时日军在梦中。郑一声令下，甩出无数颗手榴弹，霎时硝烟弥漫，二十多个鬼子全部炸死在床上。
 

　　 返回的时侯，向导带错了路，走到一道河边，受到城里追出的日军阻击，日军用机枪封锁河面。我们因道路不熟，

又加是黑夜，被打散了，死伤五十多人，直到天亮才到半皮山。日军追至半皮山，我军分据山地，凭险固抗。日军终因

山势险要不敢冒进，天黑即退去。我们也抬了伤员往回撤。
 

　　 但事情多变，当我们回到宽邦的时侯，才知道唐占奎已叛变。原来唐占奎之所以归入义勇军是羡慕那四门炮和两挺

机枪。及至在战斗中发现炮打不响，于是决心叛变，乘郑桂林带人攻打车站之机，他带了自已的人偷偷溜回了砬子山，

扼守要道，不让义勇军通过。郑司令到平台子之后，派人去交涉，请唐占奎来谈判。唐带了十个人来到平台子，谈判结

果唐答应借两条道：一条由小盘岭、吴二沟过来；一条由平台子西沟、水泉沟、大王庙、黄家通过。谈判完了唐占奎往

回走的时侯，我们部队也跟着上了山，这时守侯在山上的唐的队伍即向我们开火，我们也还击，他顶不住就后撤，我们

乘胜前进。十七旅旅长杨麻子举枪打死了唐占奎，唐部大乱，我们便进山回到了驻地。
 

　　 （六）消灭绥中汉奸红袖头子队
 

　　 绥中汉奸红袖头子队的成员，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和大烟鬼赌徒，他们被日军收罗去，为日军服务。由于他们熟悉

地形，了解民情，比日军危害更大。他们常常为日军带路，搞情报，为虎作伥，仗势欺人。因为他们的军装袖口都镶有

红线，故老百姓都叫他们红袖头子。我们由兴城回来后，郑桂林决定消灭这批亡命之徒，为民除害。
 

　　 冬月底，吴金铎由统带部挑选了三十多名精悍的战士。入夜直奔头台子，首先把房顶的哨兵除掉，然后进去人打开

大门，三十多人冲进院子，包围了房子。这伙亡命徒正在赌博。只听吴统带一声令下，手榴弹在这伙汉奸中间开了花，

十多名当场毕命，十多名被我俘虏（后又放了），缴得步枪十余支，胜利而归，时已近年关。
 

　　 （七）郑桂林撤回关里之后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成立的一年间，发展很快。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多次，予敌重创，大大动摇了日军在绥

中、兴城等地的统治。但是，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抗日军队，却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一年来仅仅北平救国会给少量弹

药，给安置一些伤员。许多中国军队往往不予合作，山海关驻军不准义勇军通过，给义勇军增加了许多困难。
 

　　 1933年山海关失守，何柱国退走。接着承德失守，汤玉麟逃跑。义勇军的后路被切断，北平救国会来电，要义勇

军撤回关里。
 

　　 当四十入路义勇军撤回关里的时侯，我正染病在家，没有跟去。义勇军刚刚撤走，日军即派红袖头子队和自卫团四

处查找参加义勇军的人。我闻讯逃至锦西高桥、天桥一带躲了两个月，回来的第二天就被自卫团知道，要来抓我。自卫

团的安国坤给我透露了消息，我又连夜逃到关里。我在天津做生意，直到解放。
 

　　 (1963年5月24日)
 

 


